
NO.3.2015

巴蜀印章文字考释
———巴蜀文字释读方法探索

摘要：通过比较冬笋坝墓葬所出巴蜀文字印与汉文印，分析两类形制、款式、字数相同
的印章，可知巴蜀文字印实系模仿汉文印而制作。巴蜀文字体系中相当一部分文字的作用应
重在表音，而并不在表意，这与巴蜀文字数量尚少的事实互为因果。而巴蜀文字的来源之一
则是对汉字的借用，其发生时代当在东周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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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的中国早期文字，除夷、夏两系之
外，［1］巴蜀文字无疑属于另一新的文字系统。一
般认为，巴蜀文字主要分布于川西平原的蜀地、
川东巴地和湘西山区，最早的物证大约相当于春

秋晚期，［2］下限则到战国末叶秦灭巴蜀之后。
［3］不过这个年代或许并不反映巴蜀文字的形成年

代，［4］其早期材料可能早至西周，同时在秦灭

巴蜀以后，一些铭有巴蜀文字的器物仍在家族内

继续流传，直至西汉早期的墓葬，仍时有此类遗

物出土。［5］

巴蜀文字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形体，一种是

具有强烈图案化特征的象形符号，这种文字更多

地出现于印章或作为青铜器上的简单图案；而另

一种则已完全摆脱了象形的特点，并且常以书面

语的形式出现。这两种形体的文字都具有文字的
性质应该没有问题，学者或将前一种形体的文字

称为“巴蜀文字甲”，而后一种形体的文字称为
“巴蜀文字乙”。［6］“巴蜀文字甲”的单字数量，
目前所见尚不足 200 个，因此对这种文字性质的

看法，学术界还存在分歧。不过从“巴蜀文字
甲”分布地域广泛，流行时间较长，而且于秦统

一文字之后便基本废止的现象分析，其为巴蜀民

族使用的文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况且这类文
字的印章形式或与汉文印章相同，［7］也可证明

其本具有文字的性质。［8］而“巴蜀文字乙”则
与良渚文化的某些文字颇多相似，［9］这是否可

以提供此种文字来源的线索，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巴蜀文字至今还无法解读，因此，“巴
蜀文字甲”的象形符号究竟是用来表意还是表
音，目前还不易判断。学者或主张其中的一部分
符号用以代表字义，而另一些符号则用以表音。
［10］这种思路如果对正确解读巴蜀文字有所帮助，

则是学术界期待的成果。不过根据具有相互影响
的巴蜀文字印章与汉文印章的比较，或许可以为

巴蜀文字的解读方法进行一些探索。
冬笋坝 M50 出土了五方印章，其中巴蜀文

字印 2 方 （冬 M50∶17、冬M50∶39），汉文印
2 方 （冬 M50∶14、冬 M50∶15），肖形印 1 方
（冬M50∶16）。从印章形制观察，尽管报告仅刊
布了冬 M50∶16、冬 M50∶17、冬 M50∶39 三
印的钮式及钤本，但据文字介绍可知，冬M50∶
39 的巴蜀文字印为鼻钮长方形印，同墓所出的

冯 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2

3

181 TOTAL 181



两方汉文印的形制应基本相同。同时可以参考比
较的还有冬 M49 所出汉文半通日字格印，其镌

白文“富贵”二字，与冬 M50 所出两方汉文印
的印文款式一致（图一∶4、1、2）。事实上，这
种传统的汉印形式也正体现了冬 M50∶39 巴蜀
文字印的基本形制（图二），这意味着巴蜀文字

印的制作很可能是在模仿汉文印的基础上完成

的。报告指出：与船棺葬共存的两类印章中，汉
文印章应由中原传入，时代较早。而巴蜀文字印
则系模仿汉文印在本地仿铸的，时代应相对较

晚。［11］这一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尽管冬笋坝 M50 出土的冬 M50∶14、冬
M50∶15、冬 M50∶17、冬 M50∶39 四方印章
镌有汉文与巴蜀文字两种不同的文字，但除冬

M50∶17 印铭有三个巴蜀文字，可以判断与同墓
所出的汉文印无关外，冬 M50∶14、冬 M50∶
15、冬M50∶39 三方印章虽具两种不同的文字，
但两类印章在形制上确实十分相似，皆属日字格

半通印，每格之内镌铭一字（图一∶1～3）。众
所周知，日字格半通印体现的是秦印的显著特

点，因此墓葬所出的汉文印实际应是随秦灭巴蜀

后秦人影响的扩大而由秦地携入的，而这时出现

的相同形制的巴蜀文字印显然只能是模仿秦印的

仿制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这种仿制活动只
限于秦印的形制，那么这种模仿对于解读巴蜀文

字印的印文内容便没有什么帮助。然而如果巴蜀
文字印并不只是对秦印形制的简单模仿，而是以

巴蜀文字翻造秦印，那么这两类印章就不仅具有

相同的形制，而且也应具有相同的内容，这当然

提供了我们据汉文印章对读巴蜀文字的可能。
事实上，印章的仿制仅停留在对原印形制的

模仿，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说不存在，但毕竟很

小。仿制印章，特别是对那些箴言玺而言，仅仅
仿制其形制是毫无意义的，模仿者只有同时接受

了原印的内容与形制，才能达到以本族文字

表达汉文印章内容的目的。这意味着如果我
们在同一座墓葬中发现有相同形制的汉文印

与巴蜀文字印，我们就有理由通过汉文印文

去比读巴蜀文字。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据汉文印

文释读巴蜀文字便不会困难。M50 所出两方
汉文印的内容为“中仁” （图一∶1、2），
学者读为“忠仁”，［12］笔者则倾向读为“忠信”。
战国秦系文字的“信”或从“仁”声，［13］是为
明证。战国秦玺文字又见“忠仁”、“忠仁思土”
［14］，也应读为“忠信”及“忠信思土”。考虑到
古玺文又有“云子思土”［15］，知“思土”的意
思应是思念故土，而“仁”意为爱人，其与
“信”为不背所传达的意义并不相同。显然，忠
信不背与不忘旧土的愿望更为适合。因此，以汉
文印文对读巴蜀文字，则巴蜀文字印的“ ”
二字便也应读为“忠信”（图一∶3）。
“巴蜀文字甲”本出象形，这一点通过大量巴
蜀文字的直观印象便可明了。因此，对于那些象
形特征鲜明的文字而言，判断其字形的正反结构

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文字正反的误
识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巴蜀印文的释读次序，而

且还会对有关巴蜀文字造字方法的研究带来困扰。
目前所见对冬M50∶39 印的文字结构有两种
不同的理解，《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插图 60∶
10之钤本以“ ”为正，而《中国书法全集·先
秦玺印》 1738 号之钤本则倒之以“ ”为正，

图二 冬笋坝墓出土印章形制

1.冬M49∶14 2.冬M50∶39

图一 冬笋坝墓出土印章钤本

1.冬 M50∶14 2.冬 M50∶15 3.冬 M50∶39 4.冬 M49∶14 5.冬
M2∶11 6.冬M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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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孰是，可以通过对相关印章的分析加以认定。
对字形正位的分析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

其一，传出四川广汉的周代铜钲镌有虎纹

（图三∶1），［16］虎上饰有三星，星下有四方璇玑
图像，实系巴蜀文字；旁有巴蜀文字二字，一呈

倒“八”字形，一为横置的梭状卷云形。这些文
字和图像的镌刻方位与铜钲的正向恰好相反，因

此可知相关文字的正位结构。
其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铜钲，上镌

巴蜀文字四字（图三∶2），［17］其中两“王”字
明显取形于汉字，或者在巴蜀文字中仍具有君王

的意义；两“王”字之间则有类似植物样的字
形，其下便是横置的梭状卷云形文字。此三字的
正位结构也可明晓。
其三，四川芦山清仁乡出土巴蜀文字印，上

镌五个巴蜀文字（图三∶3），［18］根据蚕形象形
文以及其上的倒“八”字文字，可以确定印章的
正位，由此则知，印文右侧的中央尖凸的天盖符

号实为“天”字，此与纳西文的“天”结构全
同，乃是对当时人们所认识的天极呈现中央凸耸

的璇玑的天盖形象的忠实写实，［19］这直接说明

了该字是以尖凸向上为其正位结构。
根据这些已知的巴蜀文字比读未识之字，可

以对其字形结构正倒情况的判断有所帮助。四川
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战国玺印，印文见有“王”、
“天”二字（图三∶4），［20］以此二字定正玺印正

位，则知同印所见之“ ”字当为正位结构。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检讨其他巴蜀

文字印，有些玺印即具有明显的动物形象，这当

然有助于判断“ ”字的正倒。如图四∶1～3 有
飞禽形象，其中 1、2 两印同时兼有倒“八”字
文或梭状卷云形文，可以证明“ ”为正位。而
图四∶4～8 有倒“八”字文或梭状卷云形文，
图四∶9 兼有“天”及梭状卷云形文，都可证明
巴蜀文字之“ ”为正位。而图五所录诸印皆同
镌“王”字，或兼有梭状卷云形文，同样证明巴
蜀文字的“ ”应为正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巴蜀文字圆印的设计有时是可以旋读文字的，如

图四∶12 同铭“王”、梭状卷云形文、植物形文
及“ ”，但只有“王”字为正位，其他文字皆
为侧位。这种情况也见于图四∶13，而图四∶
14、15 两印印文分别以“天”、“王”为正位，
梭状卷云形文为侧位，“ ”字甚至呈现倒位。
相同的例证在图四∶16 上也反映得相当清楚。
然而，尽管巴蜀文字印的这种设计使得某些圆印

上的文字并不处于正位，但已有的证据并不影响

我们判断巴蜀文字“ ”应为正位的事实。

澄清这一点对于探讨巴蜀文字的造字方法非

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冬笋坝 M50 所出的两
方汉文印章铭作“中仁”，读为“忠信”，这种汉
文的通假现象是否暗示了巴蜀文字的“ ”二
字其实也并不重在表意，而应重在表音，这种可

图三 巴蜀文字及印章

1.周代铜钲镌刻 2.战国铜钲镌刻 3、4.巴蜀文字印

图四 巴蜀文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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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巴蜀文字印

能性当然不能排除。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
那么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巴蜀文字的“ ”字由
于颇象两垂叶之形，其枝或连或断，没有分别，

这实际与甲骨文、金文的“冬”（终） 字的形构
极其相似 （图六）。不仅如此，汉字“忠”、
“冬”（终） 二字的上古音并在端纽冬部，双声
叠韵，读音全同。因此，巴蜀文字的“ ”可能
即是借用了汉字“冬”字的字形和读音，其用以
表音的做法是相当清楚的。不过必须强调的是，
借用汉字虽然是巴蜀文字创制的方法之一，但表

音却并不应该是其唯一的目的。

冬笋坝M2 也同出两方印章，其中冬 M2∶
11 为汉文印（图一∶5），冬M2∶14 为巴蜀文字
印（图一∶6）。两印俱作正方形，白文一字，且
皆阴刻边框，形式相同，似也属于仿刻。这一推
测同样为我们据汉文印文对读巴蜀文字提供了条

件。汉文印铭有“高”字，如此，则巴蜀文字印
的文字也应读为“高”。此字于其他巴蜀文字印
也有所见（图四∶16）。
我们对上述三个巴蜀文字读音的确定，当然

有助于了解具有这些文字的其他印章的意义。毫
无疑问，由于巴蜀文字的数量尚少，文字的通假

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据音据义而假借转注，也

是巴蜀文字使用时的常见方法。事实上，目前发

现的巴蜀文字数量有限，这样的文字体系显然不

足以完成表意的工作。换句话说，由于巴蜀文字
体系中相当一部分文字的作用重在表音，这也决

定了巴蜀文字的单字数量不可能很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巴蜀文字中至少有

一部分文字是源于对汉字的借用，而且据相关文

字的结构特点判断，这种借用应该在比东周更早

的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巴蜀文字的“ ”如果可
以认为就取自于汉字的“冬”，那么其反映的字
形特征便与商代甲骨文及金文的字形特征颇为一

致，这当然暗示了巴蜀文字可能出现的年代，这

一年代事实上与目前考古学所提供的早期巴蜀文

化所存在的年代正相符合。
巴蜀文字印与汉文印的共存现象为我们释读

巴蜀文字提供了契机，如果这两类印章在形制、
款式、字数诸方面均表现出相同的特征，那将意
味着我们有理由通过共存的汉文印文对读巴蜀文

字。假如这样的解读方法尚有意义，那么很明
显，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模仿汉文作品

的巴蜀文字材料的丰富，对于解读巴蜀文字当然

会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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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韩国古代史探索》创刊号，2009年 4月。

［2］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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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

［3］ 李复华： 《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的战国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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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甲骨文、金文“冬”（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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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论集初编》，第 522页，（香港） 香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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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四马溪遗址汉墓的发现，丰富了三峡地

区汉墓考古材料，也填补了重庆主城区西汉早期

至东汉初期个别阶段墓葬发现的空白，为今后深

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
及丧葬习俗等，均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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